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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分裂症是具有原发性人格障碍、思维过程特征性扭曲的精神障碍疾病。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是思维和感知的基本和特征性扭曲以

及不相容或迟钝的效应。愤怒、焦虑和恐惧是最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并推动了持续的负面情绪。治疗性沟通是护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康复手段之一，尤其针对那些有精神障碍问题的护理。本文研究结果基于观察、初步研究和在治疗期间由于错误沟通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失

败的报告进行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旨在研究护士对病人的治疗性沟通效用。本定性研究采用一组前测后测的准实验设计，并得出结论，受

访者 22人(88%)在控制消极思想方面糟糕，3 名受访者(12%)能较好控制负面想法。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有 3个因素影响高效的治疗性沟通，分

别是建立信任，建设性地解决问题和给予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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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分裂症虽然是一种发病率不高的精神障碍疾病，但由于其造

成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超

过 8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得到治疗，也没有家庭和医疗团队的最

佳处理。他们被遗弃在街头，甚至一些人被关在家里。而这样的条件

使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数量不时增加(Susanto，2009)。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2016年，有 2100 万人有精神分

裂症。2010年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精神分裂症的估

计患病率为 0.3-1%，通常发生在 18-45岁，但也有 11-12岁的人已经

患有精神分裂症。如果印尼总人口在 256603197人左右，那么 2566031

人的估计人数患有精神分裂症。根据 2013年 Riskesdas 的研究结果，

精神分裂引起的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为每 1000人中 1.7人，即约 40

万人可能发病。人权观察(HRW)的一份报告指出，57000 人被诊断有精

神问题，多达 18800人被戴上镣铐，被家人忽视(HRW，2016年)。

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的症状之一是幻觉。这是一种知觉障碍，可能

感知到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Stuart，2013)。幻觉是在没有外界刺激的

情况下，对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感官感知。针对幻觉患者

的治疗措施包括精神药物治疗和电痉挛治疗(Direja，2011)。愤怒、焦

虑和恐惧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幻觉。这些感觉驱使精神分裂症

患者持续的消极行为。可以给予的护理行动是模态治疗，包括个体治

疗、环境治疗、认知治疗、行为治疗、团体治疗和通过沟通的家庭治

疗(Keliat & Prawirowiyono，2016)。

精神分裂症患者会经历认知、情感、知觉和行为障碍(Maryatun，

2013)，出现的负面思想扭曲会引发精神压力，导致焦虑、抑郁，甚至

有自杀的冲动。

护理患有幻觉和焦虑的患者通常通过提供精神药物治疗和治疗护

理模式(团体活动治疗、娱乐治疗、环境治疗、个体治疗和职业治疗)

来提供。个体化治疗是一种由护士在特定的持续时间内，按照要达到

的目标，以护士-客户面对面的方式对客户进行个体化治疗的形式

(Yusuf 等，2015)。通过使用治疗性交流进行控制幻觉，有助于建立治

疗关系，帮助护士了解患者问题。治疗性沟通是患者康复过程中的手

段之一，尤其对于那些出现幻觉的精神障碍患者(Stuart，2013)。

本研究旨在发现并描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克服其焦

虑、愤怒和恐惧的有效治疗沟通策略。本研究是基于对观察结果、初

步研究和报告的焦虑而进行的，这些观察结果、初步研究和报告是关

于由治疗期间的沟通错误引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失败的数量。

本研究结果可为实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护理沟通模式提供参考，也

可为实现治疗任何疾病的战略战术和沟通模式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的。定性方法是一种深入解释现象

的研究(Kriyantono，2006 年，第 56页)。研究属于描述性研究的类型，

旨在描述或描绘社会中复杂的社会现实(塔赫尔，2009，第 14页)。这

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旨在确定护士对病人的治疗沟通。本研究采用一

组前后测试的准实验设计。受试者组在干预实施前接受观察，然后在

干预后再次接受观察。研究也采用了分析调查技术，试图了解如何和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这项研究中的受访者是经历过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共 25名。在这

项研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了一个适应的治疗过程，在 5个会议

中持续了八天。第一次会议在第一和第二天举行。 第二次是在第三

和第四天进行的。第三次在第五天，第四次在第六天进行，第五次会

议在第七和第八天举行，每次持续 75 分钟左右。

3 文献回顾

沟通是护士护理时必备的重要技能。由于护士对病人的沟通是治

疗性的，因此沟通变得更有意义。科学帮助他人的经验需要特殊的能

力和巨大的社会关怀。出于此，护士需要特殊的能力和社会关怀，以

及包括智力、技巧和人际交往的技能。这些都反映在感情和爱的行为

中(Abdul Nasir 等，2009年，第 142页)。

治疗性沟通是有意识地计划的沟通，目的和活动以病人的康复为

中心(Setiawan & Tanjung，2001，第 21 页)。在这种关系中，病患感到

被重视、被接受和被指导，会主动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想法。治疗性沟

通的问题源于沟通障碍，即患者无法表达自己(Marhaeni，2009:5)。因

此，沟通目的是帮助患者减轻感情和思想的负担，帮助患者采取实际

行动，帮助影响他人、环境和他们自己。治疗性沟通有五个阶段，即

互动前、介绍、定位、工作活动和终止(Abdul Nasir 等，2009年，第

170页)。

描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的症状也是必要的，以便可以准确地测

量其严重性，从而决定治疗的强度。根据 Iskandar (2012)，精神分裂症

患者可以观察到的症状包括妄想性障碍、幻觉、紊乱、情感冷淡、精

神性失语症、快感缺失。

4 结果和讨论

在这项研究中，大多数受访者透露，当他们有思想负担的问题时，

他们往往把问题告诉家人。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告诉家人，

担心家人会有同样的负担。因而选择将问题藏在心里。有时问题最终

无法解决给患者的精神带来爆炸性压力。

观察还发现几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员或环境倾向于忽略成

员状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家属经常对患者给予负面评价。这也

是精神分裂患者无法解决焦虑、愤怒和恐惧等困扰他的问题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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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无法控制消极思想。可以得出结论，人际交往中的病人护理策

略是精神分裂症病人康复过程和治疗的第一步。

在以 5 个疗程的各种沟通疗法的形式进行的适应性治疗过程中，

进行了八天，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控制焦虑、愤怒和恐惧的能力

可以得到很好的提高。在这种实施方式中，家庭成员扮演着更为主导

的角色，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成员的支持系统。通过这种治疗的

目标，即能够监测负面自动思维，识别认知、情感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纠正负面自动思维的原因，由于不正确的思维而将解释改变到更现实

的方向，并学会识别和改变信念。一次负面经历的结果。

在实施这种适应的治疗过程中，每个治疗应答者在接受治疗时具

有不同的特征。大多数受访者对参与每一系列认知治疗过程都抱着热

情的态度，尤其是那些陷入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的受访者。与此同

时，进入成年晚期、老年早期和老年晚期的受访者往往对给出的解释

理解缓慢。研究人员必须重复每个解释，以更好地理解受访者，从而

正确理解和遵循治疗过程。但总的来说，参与的受访者可以很好地遵

循认知治疗过程。

平均而言，在治疗过程中，受访者仍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治疗中

想到的负面想法，尽管受访者说他们在家里不断练习。在最后一个阶

段，也就是第五个阶段，普通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焦虑、愤怒和恐惧的

强度开始下降。当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负面想法时，他们也会感到快

乐。然而，一些患者认为他们没有成功，尽管他们已经按照适应治疗

过程中的指导进行了实践，但他们仍然持消极态度。

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治疗中，大多受访者透露，他们在接受各种沟

通治疗形式的治疗后感到快乐。一些受访者也开始与家人敞开心扉，

并有更多的动力和鼓励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参与治疗的家庭还透露，

他们对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员的适应性治疗过程感到有帮

助。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结论是，提供这种不同的交流治疗所产生的效

果可以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控制愤怒、焦虑和恐惧的能力，并且还能

够增加解决他们总是认为的任何问题的动机、愉悦和开放性。

但是在持续了短短八天的研究后，没有患者能永久消除自己的负

面想法。他们只是成功地降低了愤怒、焦虑和恐惧的强度。一个进一

步的假设是，如果治疗持续更长时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些负面想

法会消失。还有一个附带的结论，即在实施认知治疗后抑郁状况存在

差异，这表明接受认知治疗(干预组)的老年组中抑郁的减少高于未接受

适应治疗过程的治疗的组中抑郁的减少(p 值= 0.001 < 0.05)。

基于使用 Wilcoxon测试方法的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获得了 0.001

的值，因此基于该分析，可以看出 p < 0.05。这显示了适应的治疗过程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控制消极思想的能力的显著影响。研究表明，认知

疗法对住院癌症患者控制消极思想的能力有显著影响。许多类似的研

究也表明，认知疗法影响一个人的抑郁水平，其中抑郁状况在给予认

知疗法之前和之后(p 值< 0.05)。

研究也表明以下 3个因素帮助高效的开展治疗性沟通：

4.1建立信任

护士和病人之间需要信任来建立有效的沟通。从一开始就建立信

任能创造一种舒适感和治疗环境。建立信任会使关系更加顺畅，因为

病人和护士对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开放。在建立信任中，患者会从第

一次见面和治疗沟通过程开始时就对护士进行评估。信任关系的另一

个特点是尊重病人，为病人保密。通过频繁的沟通，客户对护士的信

任将更加重要，这样患者就会公开说出自己面临的问题。客户也乐于

听取护士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4.2建设性应对的故障排除

建设性应对解决问题是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护士将此教给精

神分裂症患者，以建立患者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解，并用积极的

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来解决这些问题。护士必须能够首先发现或收

集患者数据，以识别患者问题并探索患者压力源，最终在护士的工作

阶段能够提供良好的建议或解决方案。激励病人快速康复，训练病人

的能力，探索病人对护士自己教给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东西的理解。

4.3给予赞赏

这种欣赏形式是护士对病人的一种。以商品的形式给予感谢被认

为是不恰当的，但是当病人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时给予赞扬被认为更

有价值。有了真诚的欣赏，患者会觉得被重视，被关心。给予赞赏是

对病人的一种回报。这里的欣赏不是以商品的形式，而是用赞美来赞

美每一个被观察到欣赏病人的护士。通过给予欣赏，精神分裂症患者

会感到快乐。病人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值得称赞。于是，病人感受到护

士的关怀，所以觉得自己有积极的东西。通过给予奖励，病人会感到

更有价值。给予赞赏是由护士在工作和终止阶段。

5 小结和建议

研究得出结论，22 人(88%)在控制消极思想方面糟糕。另外三名受

访者(12%)能较好控制负面想法。另外，在实施认知治疗后，抑郁状况

存在差异，这表明接受认知治疗的老年组(干预组)的抑郁减少程度高于

未接受治疗适应性护理的老年组(p 值 = 0.001 < 0.05)。使用Wilcoxon

检验方法得到的结论值为 0.001，因此基于该分析，可以看出 p < 0.05。

结果显示，适应的治疗过程对控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消极思想有显著

效果。研究也表明，3个因素对高效进行治疗沟通有帮助。

基于这些结论，作者强烈建议家庭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过程

中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和他的直系亲属之间的

情感亲近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给予的任何形式的互动(口头或非口

头)都会对患者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病人也非常体谅家庭成员对

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的感受和处境。家庭成员必须明智地理解、管理

和全面评估治疗过程中发生的每一个过程。来自医院或康复中心等外

部机构的治疗援助应该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额外援助。必须考

虑到每个病人最终都要回家和家人一起生活直到生命结束。所以不要

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家庭制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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